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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国际战争观的

转向与衍生

梁占军

摘 要: 战争观指的是人们对战争问题的总的看法。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对于与
社会演进如影随形的战争的认识也是在逐步深入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于战争
的认识有着明显的差别，而且往往伴随着战争的冲击逐步深入。相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前后的战争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战争观发生了深刻明显的变化，即以正义战争论为

代表，对于战争的认识已经突破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范畴，从战争的动机、交战原则、
交战性质等方面对战争进行辩证分析和界定。这无疑是人类对于特殊社会现象的认识的
进步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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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战争就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朝夕相伴，如影随形。长期的战争经历使人们
对战争的原因、本质、性质和历史作用等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认识，并归纳成了不同的战争
观。新战争观的形成往往与上一场战争的发生密切相关，而且对于日后的战争形态的改
变有着深远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战争，这场战
争引发了战后国际战争观的转向，并衍生出了新的战争观，其影响至今犹存。值此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 70周年之际，笔者拟重点围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国际社会主流战争观的
变化以及二战结束后正义战争论等新战争观的形成及其原因谈点粗浅的认识。
战争观是人们对战争问题的总的看法。具体地讲，战争观的理论构架，包括对战争的

性质、战争起因、战争的目的、战争的历史作用、对待战争的态度、控制战争的途径与方法
等问题的基本观点。各国学者对此曾从不同的角度作出过长期深入的研究，其中不乏公
认的力作①。按照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划分，20 世纪影响比较大的战争观有传统的
现实主义战争观、和平主义战争观以及正义战争观等。其中，现实主义的战争观一般都认
为，惨烈的战争是一种实现目的的必要手段或工具，是同道德无关的活动。一旦开战，道
义上的考虑将起不到任何作用。和平主义战争观的基本观念是任何战争都是不道德的，
而不论战争的起因或是目的。在和平主义者看来，人的生命是无价的，而战争以夺走人的
生命为代价，他们主张不能为追求任何其它的价值而牺牲人的生命，应该禁止战争。对于战

①围绕战争观的内涵学术界现存不同的观点，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合著的《争论中的国
际关系理论》从理论上对不同的战争认识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概括和梳理。此外，新近比较重要的著作有大卫·巴
拉什的《积极和平: 和平与冲突研究》( 南京出版社 2007年) 、小约瑟夫·奈的《理解国际冲突与合作: 理论与历
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 、理查德·内德·勒博的《国家为何而战? 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动机》( 上海人民
出版社 2014年) 、约翰·基根的《战争史》( 商务印书馆 2010年) 、雷蒙·阿隆的《和平与战争: 国际关系理论》
(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年) 等，它们分别从和平学、国际冲突研究、战争理论、战争史、国际关系理论等不同的角
度提出了自己对战争的见解。



梁占军: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国际战争观的转向与衍生

争的存在大加质疑。正义战争论则是二战后新兴起的战争观的典型代表。它对于战争的理解是在整理前
人见解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将战争划分为正义的战争和非正式的战争，至今还有生命力。

一、二战前国际战争观的演进

20世纪初期，国际社会主流的战争观是以 19 世纪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
《战争论》为代表的战争工具论，即把战争看作一种政治工具。克劳塞维茨在其著作中明确地写道:“战
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由此可见，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
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①战争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与道德无关，
也就无所谓正义与否。这种观点自诞生以来逐步被欧洲各国统治者普遍接受，并奉为经典。第一次世
界大战爆发前各国的军事领导人在面对可能引发战争的争端面前无不跃跃欲试，丝毫没有对战争后果

的担忧，就是明证。当时《战争论》不仅在欧洲译本繁多，而且在 20 世纪初传到了亚洲: 1903 年传入日
本，被日军奉为军人圣经，日俄战争以后更是成为了推动日本走上侵略道路的加速器; 1911 年辛亥革命
前期，该书还被保阳路军学校的士官们翻译介绍到了中国。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观
在是如何广泛地受到各国的推崇和重视，堪称是一战前主流的国际战争观的力证。
然而，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现实主义战争观发展到顶点的标志。这场战争是工业化

时代的总体战，破坏力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对于那些战前跃跃欲试的决策者而言，原计划的军事速
决战，变成了全民参与的长期消耗战。据统计，一战期间双方的兵员死亡人数就接近 1 000 万人，其中
德国 180万，奥匈帝国 170万，俄国 130万，法国 140 万，英国及英帝国 100 万，意大利 61．5 万; 罗马尼
亚、土耳其、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分别损失 33．5万人、32．5万人、9万人和 5．5 万人; 俄、奧、德、法、英等国
共有 1 860多万人受伤②。1914年 20岁至 32 岁的法国男子，一半死于战争; 在 1916 年的索姆河战役
中，英军第一天的进攻就损失了 6万人。战争给各国经济带来的巨大破坏以及庞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损
失引发了各国的反思。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一消散，各国学界就开始纷纷成立研究机构来
探讨战争的原因。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英美代表倡议在本国建立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机构。此后至
30年代初，各种国际关系研究所、院系、课程率先在英国和美国出现，国际关系学科由此开始建立。战
前居主导地位的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受到冷落;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力推的以道德准则、民主制
度和国际组织为基石的富于理想主义的和平主义思潮兴起③，和平主义的基本观念是任何战争都是不

道德的，而不论战争的起因或是目的。正如英国国联协会领导人谢波德的名言: “任何战争，不管其原
因如何，不仅是对基督教的一种否定，而且是对人类的一种犯罪。”④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战争不再被
顶礼膜拜，甚至成为了人们害怕、厌恶的词汇。最典型的表现莫过于 1928 年 8 月 27 日签署的《非战公
约》。该公约由法国和美国发起，正式名称是《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其核心内
容就是宣布在国家关系中“废弃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强调“可能发生的一切争端或冲突，
不论其性质或起因如何，只能用和平方法加以处理或解决”。起初签署条约的只有 15 个国家，但是很
快在 1933年达到了 63个( 包括但泽自由市) 。尽管《非战公约》缺乏任何实质性的条约约束，但作为人
类历史上第一次公开以缔约的方式宣布放弃战争手段、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声明，这充分反映了国际社
会的战争观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新的战争观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可谓是和平主义的非

战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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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 1卷，解放军出版社 2014年，第 26页。也有学者通过核对德文版指出英文译文不准确，其真
实含义是“战争不是政策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而是“政治交往混合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参见约翰·基根:《战争史》，商务
印书馆 2010年，第 3页。
有关一战人员伤亡的统计数字并不相同。参见托马斯·帕特森:《美国外交政策》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年，第 418页;
马丁·吉尔伯特: 《二十世纪世界史》第 1 卷下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第 587 页; 帕尔默: 《两次世界大战: 西方的没
落》，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1年，第 17页。
1889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一届国际议员大会和世界和平大会是大战前最重要的国际和平活动。其间奥匈帝国女作家、和平运动的
先驱贝莎冯苏特纳的反战长篇小说《放下武器》出版，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被称作是一部“值得景仰的杰作”。”
Martin Ceadel．Pacifism in Britain，1914－1945: the Defining of a Faith．London: Clarendon Press，1980，p．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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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义的战争观在 30年代风行一时，人们希望能够通过裁减军备或和平谈判来解决争端并避免
战争。甚至在德、意法西斯上台后，各国的和平主义者仍无视其潜在的威胁，天真固执地信守着废弃战
争的承诺。1932年春，在法国著名人士巴比塞和罗曼·罗兰的倡议下成立了国际反战委员会，并开始
筹备国际反战大会，此举得到了各国和平主义者的热烈响应。当 1932年 8月国际反战大会在阿姆斯特
丹召开时，已经有 35个国家建立了反战委员会，此外还成立了 1 000多个地方委员会。1934年，牛津大
学学生俱乐部组织了关于“国王与国家”的讨论，俱乐部以 275票赞成、153票反对通过了一项动议:“决
不为国王和国家战斗。”①1935年，当意大利法西斯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时候，英国的国际联盟协会等和
平主义团体发起了一场“和平投票”活动，在参与投票的 1 154万人当中，90%以上的人都赞成通过集体
安全体制来避免战争。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固执地推行绥靖政策，企图通过理性妥协来解决争端，实现
和平。但是盲目的让步没有换来和平。1938年慕尼黑危机期间，英国曾不惜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主权
和正义与德国达成了妥协，此举曾被视为是和平主义的一大胜利，但短短几个月后德国就撕毁了协议:

1939年 3月德国出兵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6个月后，随着德国对波兰的闪电入侵，新的一场世界战争
再次爆发。这标志着和平至上的理想主义战争观彻底地破灭了。

二、二战后国际战争观的转向与衍生

反法西斯战争的现实需求催生了战后国际战争观的转向，同时衍生了新的战争观，其标志就是正义

战争观的提出和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场规模最大的浩劫，不仅在物质财富上给人类带来了严重的

损失，而且在思想上带来极大冲击。长达 6 年多的全球战争波及了 61 个国家的 17 亿人口，人员伤亡
5 000万以上，造成了财产损失近 4万亿美元。在经历了这样一场人类浩劫后，特别是在了解了战争期
间法西斯的疯狂侵略以及种族灭绝的非人道做法后，各国的有识之士都开始反思战前和平主义战争观

的合理性。那些认为一切战争都是错误的，不应该以任何形式进行或参与战争的看法，在事实面前被证
明是过于绝对的，客观上它甚至起到了纵容战争的作用，这是和平主义者始料不及的; 与此同时，当各国

被迫起而反击法西斯侵略的时候，战争这个工具又不得不被重新拾起。战争结束后，特别是大量事实揭
露出的法西斯的残暴统治和种族灭绝的非正义性，令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原来对战争的认识: 简单地否

定战争并不能永久地保住和平; 战争的定性将直接决定着战争这个工具是否可以被使用。用战后美国
著名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的话说就是:“的确，战争非常恐怖，非常残酷，战争造成的破坏十分惊
人，然而有时候战争却是正确的。”②这种认识直接导致了国际战争观的又一次转向: 国际关系学中和平
主义的落寞与现实主义的卷土重来。同时，伴随着一种新的流派———正义战争论的衍生。
二战后异军突起的正义战争论是一种新的战争观。其代表人物是前文提到的迈克尔·沃尔泽。他

是西方学界公认的正义战争论的奠基者。他在 1977年出版了《正义与非正义战争: 通过历史实例的道
德论证》一书，系统阐释正义战争论的观点和主张，出版后在国际上影响甚大，被译成多种文字，并被许
多大学指定为相关课程的必读书③。沃尔泽在该书第一版的序言中便旗帜鲜明地声称自己写作的目的
就是要“在政治和道德理论收复研究正义战争理论的领地”④，其超越现实主义战争观与和平主义战争
观的雄心呼之欲出。正义战争论的核心观点是可以把战争区分为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其所涉及的
原则主要有两项，即所谓“开战正义”和“交战正义”。这些原则最初是由中世纪的天主教哲学家和法学
家提出的，经后人补充发展而成为了目前人们公认的正义战争论的两大核心内容。前者主要涉及在哪
些特定的情况下使用暴力具有合理性的问题，后者主要涉及对这些合理使用的暴力应如何加以限制的

问题。其中“开战正义”指的是当一个独立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主权受到侵略时，有两类武力反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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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 和平的代价》上，新华出版社 1984年，第 314～315页。
迈克尔·沃尔泽:《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 通过历史实例的道德论证》，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年，第 1～2页。
该书 1977年问世后，不断修订完善，分别在 1992、2000年、2006年出版了第 2、3和第 4版，中译本是根据 2006年第 4版译出的，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年出版。
迈克尔·沃尔泽:《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 通过历史实例的道德论证》，第 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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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的: 一个是受害国的自卫战争，另一个则是受害国和国际社会的任何成员国进行的执法战争; “交
战正义”则适用于战争开始后，强调战争有其特定的规则，即战争是战斗员之间的战斗，平民在战争中
不能侵害，这是涉及对与错的普世观念。迈克尔·沃尔泽的著作系统地论述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
的全部学说，从对战争认识的角度看，它所呈现的是一种全新的战争观，客观上奠定了正义战争论在学

术界的地位。2004年迈克尔·沃尔泽在他的新作《论战争》中进一步补充完善了他的正义战争观，他在
“开战正义”和“交战正义”之外又提出了“战后正义”的主张，强调对战后政治重建过程中的武力的使
用问题加以道德约束，这是正义战争观的最新进展①。

三、新战争观形成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战争观的转向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观的转向一样，都是在战争的直

接影响下发生的。战后新的战争观的出现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两战之间盛行的和平主义战争观的破产。对于一战后热衷于

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和平主义者而言，战争的再度爆发是一个重大打击，迫使人们不得不对战

争重新认识和反思。部分和平主义者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就意识到了自己原来的认识过于理想化或幼
稚，纷纷表示退出和平主义组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和历史学家伯
特兰·罗素了。作为 20世纪英国最有影响的和平主义者，他在一战期间就是一个坚定的反战分子，由
于反战活动，他还曾一度遭到囚禁。战后他加入了和平誓约同盟，积极参与和平主义的宣传活动。然
而，法国败降在即，英军狼狈地从敦刻尔克撤退回国的时候，他改变了自己的立场。1940 年 6 月，他在
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解释了自己放弃和平主义立场的原因，他写道: “总的说来，我相信不抵抗便不能
保全纳粹企图摧毁的任何美好的东西。他们办事彻底，极富效率，技术上也很精明，因此落入他们之手
的任何国家，不但在技术上被征服，在精神上也会被征服。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以暴抗暴。这是一
个残酷的结论，而且与我内心深处的某些信念是相冲突的; 但我必须强迫自己接受它。”②罗素的变换立
场是个典型的例子，它说明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一战后高涨的和平主义思潮受到了残酷现实

的打压，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传统的现实主义思潮开始回潮。
其次，法西斯的残暴罪行以及抵抗法西斯侵略的正义性需求使得人们认识到战前对战争的整体定

性存在局限。这为区分战争的不同性质留下了空间。二战结束后，盟军对于德、意、日法西斯的暴行进
行了客观的揭露，如美军在解放德国集中营后要求当地的德国居民来参观这座密封的人间监狱，通过纽

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揭示了法西斯发动的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导致了人们对于这场战争的认识不同

以往。正如德国历史学家克劳斯·费舍尔在其《德国反犹史》一书的序言中指出的: “战争是人类残杀
的最高组织形式。大屠杀也是一场战争，但它是一场独一无二的战争，因为敌人是非战斗人员，这公然
挑战了传统的战争思想。”希特勒在事实上“发动了两场战争———一场常规战争和一场种族战争”③。
后者的存在无疑颠覆了人们以往的战争观，而且加深了对于不同性质的战争的认识。与德国纳粹在欧
洲犯下的种族灭绝的罪行可以相提并论的，是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犯下的、以南京大屠杀为代表的战争罪
行，日本侵略者的侵略扩张和肆意杀戮彰显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正义性，从而也深化了中国人民对于

战争本质看法。在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的毛泽东对于战争本质同样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从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的论断出发，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
两类……一切反革命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的战争都是正义的”④。这种依照战争的性质将其
一分为二的观点，显然是经过战火粹炼而对战争认识的一种深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举行的纽伦堡审
判和东京审判，将策划战争行为定性为破坏和平罪，不仅是在法理上提供了惩治战犯的依据，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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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反映了人们对于侵略战争本质的非正义性的认识。
第三，二战期间原子弹的发明和使用以及二战后美、苏冷战的新形势导致人们开始辩证地看待不同

性质的战争。二战后期，原子弹的应用显示了核武器的毁灭性威力，从对广岛和长崎的核轰炸所导致的
灾难中，人类已经感到了核武器给未来战争形态带来的巨大冲击以及未来核战争能够导致人类自我毁

灭的可怕威胁，以至于战争本身的价值都受到了质疑。如美国战略分析家伯纳德·伯罗迪在 1946 年就
指出的，“在原子时代，( 人们) 不再关心谁将在下一次使用原子弹的战争中获胜。迄今为止，我们的军
事设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赢得战争。从现在开始，这种主要目的必须被修改。它可能已几乎没有其它
的有用目的”①。原子弹的研制还从科技层面上提供了战后制约世界战争的物质力量。二战结束后，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因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而展开对抗，不过作为美、苏两大率先拥有核武器的
大国，他们已经注意要避免核战争的必要性。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回忆录中曾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美国和苏联是当然的意识形态上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政治上的对手。但是美国和苏联还负有一种特
别的责任。我们中的任何一方都拥有将人类毁灭的核武库。我们双方负有一种特殊的责任，务使这种
对抗保持在一定限度内尔不致威胁到人类社会的生存。我们双方迟早将会认识到，尽管我们之间存在
着使今天的世界陷于分裂的争论以及可以预见的其它争论，但绝不能以此为理由发动一场核战争，使人

类遭受空前的劫难。”②由此可见，为了避免核战争的失控以及为各方可能采取的战争行为进行辩护，重
新建构新的战争观，不仅是历史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从理论上界定战争的正义和非
正义的、新的正义战争观的在美国的出现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四、结 论

综上所述，我们从二战前后国际战争观的演变过程中大体可以得出以下三点启示:

首先，人类对于战争的认识是逐步累积和深入的。战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伴
相随，其动因和形态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化，人类围绕战争的观念和认识也在不断演进。20 世纪前
半期的两次世界大战对于各国的战争观的演变都起到了直接促发的作用，不仅导致了国际战争观的变

化而且后果相当明显。
其次，战争观的演变与战争形态的变化紧密联系，特别是与战争爆发的原因和特点密切相关。从一

战时的消耗战到二战期间的整体战，再到冷战期间的核战争，国际主流战争观的每一次新的进展和修正

都是对以往战争观的升级和完善。
最后，战争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明显受到不同时期的客观条件的限制，如经济基础、文化传承、

社会思潮等。与战争形态的演变相比，人类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如这些客观条件不变，则战争
观在相当时期固定不变。这在 20世纪的全球战争与战争观的互动方面表现得非常明显。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面貌，而且深化了人们对战争的认识。时

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70周年之际，从历史的角度对于二战前后国际社会主流的战争观的演变进行梳
理，不仅是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理性地认识战争、守卫和平有着非常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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